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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1522年中葡關係進程

的逆轉及其原因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513-1520年間，葡萄牙人連續進行了四次成功的對華商業航行。隨着葡王使節的到來，中葡關係

始由商業的層面上昇到政治和外交的層面。西芒等人在貿易島（Tamão）的種種暴行，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葡王室企圖在中國推行其殖民地模式的政治意圖。中葡雙方在世界秩序和涉外行為上的本質差異

逐漸暴露出來。正是這種本質差別，形成了兩國在政治和外交領域的對立。中葡關係逆轉乃至最終破

裂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此。

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次對華航行的顯著特徵在

於，它不僅規模空前（由七、八艘船組成），而且帶

來了代表葡萄牙國王出使中國皇帝的使節。由此，

中葡之間的關係由商業的層面上昇到了外交的和政

治的層面，兩國開始進入深層次的實質性接觸階

段。與此同時，制約兩國關係進程的因素也變得更

為複雜。

費爾南．佩雷斯到達廣州後，曾因一些禮儀上

的差異而產生小小的誤會。據葡萄牙編年史家巴羅

斯記載：

費爾南．佩雷斯到達這裡（廣州）時，幾近

9月底了，布政使馬上派人給費爾南．佩雷斯送

來公文，對他在進入廣州時所做的三件違反該城

命令的事表示震驚：一是未經廣東總督許可擅自

前來，二是鳴砲，三是在拋錨時昇旗。費爾南．

佩雷斯對此回答說，他已向南頭的備倭提出了申

請，備倭允許他前來，為此還給他派了領航員，

將他引進了廣州港。至於另外兩件事，佩雷斯解

釋說，在葡萄牙人航行所到各處，習慣上都這樣

做，目的是表示友好與和平。他說他帶來了葡萄

牙國王派遣出使皇帝的使節，因此，請求布政使

葡萄牙人最初的兩次對華航行取得了圓滿成

功。他們按照當時現行的貿易體制完成了利潤豐厚

的貿易，並和平地回到了滿剌加。費爾南．佩雷斯

（Fernão Peres）的第三次航行，同樣取得了商業上

的成功。葡萄牙人不僅獲准在貿易島（Ilha Tamão）（1）

貿易，而且獲准在廣州貿易。 1519-1520年，西芒

（Simão de Andrade）雖然未能獲准進入廣州，但其

貿易仍然是成功的。在他離開中國時抵達貿易島的

葡萄牙船隊依舊獲准在此停泊和貿易，甚至還有一

些葡萄牙人進入了廣州。可見，在貿易的層面上，

中葡關係一直在平穩地發展。然而，到 1521年（明

正德十六年），朝廷卻下令拒絕葡萄牙人貿易，並

著令加以驅逐，中葡關係開始急轉直下，爾後，隨

着中葡屯門之戰和西草灣海戰的發生，葡萄牙人被

逐出中國，中葡關係的第一回合遂告結束。

那麼，一直在平穩發展的中葡關係為甚麼會發

生逆轉呢？還是讓我們從中葡關係的發展進程中尋

找原因吧。

一

隨着費爾南．佩雷斯船隊的到來，中葡關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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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把他帶來的使節和禮物送到宮廷。布政使對

費爾南．佩雷斯所陳述的那些理由表示滿意；至

於大使的派遣，他派人對費爾南．佩雷斯說，總

督大吏們不在城內；一旦他們到來，大使就可以

派出；在這期間若需要甚麼東西，他將很願意提

供。在總督大吏們沒有到來期間，費爾南．佩雷斯

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措施：禁止他的任何人進城，也

禁止中國人登上他的船；祇派出了商船向廣州城交

納了所帶貨物的關稅後，才得以開展貿易（2）。

16世紀的另外兩位葡萄牙編年史家也有同樣的

記載（3）。可見，布政使雖然就費爾南．佩雷斯未經

廣東總督批准擅自前來以及鳴砲昇旗等三件事提出

質問，但經過解釋之後就沒有再計較。後來，廣東

大吏也沒有再追究此事，祇是讓他們“在光孝寺習

禮三日，而後引見”。儘管《大明會典》中並無佛朗

機進貢，但廣東大吏們還是向朝廷“具本參奏”，並

做出了安排（4）。對此，葡文史料記載較詳：

至於使節，廣州官員將很快安排在岸上接

待；一俟接到大使，就向皇帝奏報他們到來的目

的，以便得到皇帝對這件事的旨令；因為，如果

沒有諭旨，大使就不能從那裡起身。不過，在這

期間，如果船隊總指揮需要得到城裡的甚麼東

西，或是帶來商品要與那裡的人交易，在大使上

岸後就可以去做。費爾南．佩雷斯讓大使及其隨

行人員上岸，他帶來的禮物也搬上岸。大使名叫

托梅．皮雷斯，他是由羅保．蘇亞雷斯在印度選

定的。那一天，費爾南．佩雷斯在一個石頭碼頭

將大使交給廣州大吏，當時一片炮聲隆隆，號聲

飛揚，人們身着節日服裝。交接之後，大使和七

名使團成員被帶到他們的住處。那是一些該城當

時最好的房子。大使不久就受到該城一些要員的

接見，市政府的一些官員還按照該市對待各國使

節的慣例派人給大使一行送來了給養品（5）。

1520年接到了“朝廷許之”的命令之後，廣州

官員們將大使一行“起送赴部”。他們於1521年1月

抵達京城。至此，中葡關係就開始在中央和地方兩

個層次上展開。

二

就在大使獲准進京之前，西芒．安德拉德於

1519年 9月率船來華，入泊他的兄弟費爾南．佩雷

斯．德．安德拉德停泊過的貿易島。然而，西芒一

行在貿易島的活動卻與費爾南．佩雷斯的活動有了

很大的不同：

西芒．安德拉德到達貿易島後關心的第一件

事，就是建立一個石木結構的要塞，並在可以守

衛的位置裝上他的砲。他還叫人在對面的一個小

島上豎起了一個絞刑架，說是為我們的任何一個

有任何悔辱行為的人而準備的，目的是讓中國人

看到做了壞事或者給人造成了傷害的人要受到懲

治；他曾以隆重的儀式當眾宣判一名犯下過錯的

人，並將他絞死在那個絞架上，就好像是在葡萄

牙王國一樣。西芒．安德拉德是個具有紳士個性

的人，非常奢華虛榮而又揮霍成性，做甚麼事都

要擺威風。（⋯⋯）這樣的懲辦方法被廣州大吏

們視為我們的大膽妄為和對皇帝的大不敬；而建

立一個架着砲的要塞，在他們看來是我們想要佔

領該地方。（⋯⋯）在西芒停留（貿易島）期間，

來了一些暹羅王國、柬埔寨、北大年和其他地區

的商船，它們經常來到那裡貿易，而西芒．安德

拉德卻禁止它們先於他出售貨物，（⋯⋯）還要

堅持在其他人之前裝載貨物。（⋯⋯）在印度柯

欽有一些廣州的兒童和一些富貴人家的兒童，他

們是西芒．安德拉德和船隊的其他人買來的。（6）

像他的兄長一樣，這位船隊總指揮也曾拋錨於這

個中國大都會的前面，祇是未能獲准進城而已（7）。由

於未能進城，西芒退回到貿易島，在那裡繼續進行

貿易。後來於 1520年平安地回到了滿剌加。

西芒．安德拉德在貿易島的種種暴行表明，葡

萄牙人在華活動的方式起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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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沿海、印度海岸和東南亞的習慣做法搬到了中

國，企圖以武力來強加他們在中國的存在，強制性

地規定對其有利的商品交換條件。這樣一來，他們

的活動就遠遠超出了商業交換的本身，而且與東南

亞商人的在華活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而超越了

為中國官方所能接受的限度。

近代的歷史學家將西芒等人的行為歸因於他專

橫跋扈的個人性格。近些年來，葡萄牙學者開始注

意到葡萄牙王室的參與對中葡關係進程的影響。根

據稍後的文獻記載，西芒等人在中國的活動帶有官

方的性質。 1521年 11月 14日，馬爾丁．阿豐索．

德．梅洛．戈迪紐（M a r t i n s  A f o n s o  d e  M e l l o

Coutinho）從印度柯欽寫信給國王，根據西芒．安

德拉德等人的陳述，向他報告有關中國情況的消

息：

西芒．安德拉德對我說的首要問題是，陛下

曾命他在那裡建立要塞。所有這些人都認為，在

中國每年可消費七八千擔胡椒。暹羅人每年前往

那裡，運去一定量的胡椒；陛下曾要求他加以阻

止，但他們都認為這難以做到。陛下可以每年派

船運四百擔象牙前往中國（8）。

此外，這位船隊總指揮還考察了珠江三角洲，

企圖尋找一處更適合建立葡萄牙要塞的地方（9）。

由此可見，西芒的行為並非祇是個人行為，他

的活動具有明顯的官方性質，實際上代表了葡萄牙

王室的願望。隨着王室的介入，中葡關係由一般的

商業層面深入到了政治領域，王室通過貫徹它的政

治意圖對中葡關係施加了影響。 1521年 3月 7日，

葡王曼努埃爾一世發佈了新的任命書，向各位船長

通告說：

特任命王室貴族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

前往中國，按照我們的命令建立一個要塞，並

負責管理在中國的商人、貴族、船員、水手等一

切人。我們授予他完整的權力：他對該艦隊的所

有人員以及該要塞司令在中國遇到的所有人員具

有司法權和管轄權；他有權審判在其管轄範圍內

的各種民事、刑事乃至自然死亡案件；實行判決

而無須申訴，無須向我們以及我們的印度總督上

訴，因為我們要求他做完這一切（10）。

可見，在中國推行在非洲、印度和東南亞所實

行的殖民地模式，建立具有殖民地性的葡萄牙居留

地，已成為葡萄牙王室的既定目標。這也是導致中

葡關係進程發生逆轉的葡方原因。

三

儘管西芒等人在貿易島的種種暴行已經引起當

地人民和官員的注意，但是，由地方反映到中央以

至朝廷做出決定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廣東官員

仍然按照朝廷的批示將大使“起送赴部”；西芒本人

也做成了利潤豐厚的買賣，於1520年年中平安地回到

了滿剌加；而在他起程之際到達貿易島的葡萄牙船，

不僅獲准停泊和貿易，更有一些人進了廣州城（11）。

然而，就在皮雷斯大使一行於 1521年 1月進京

後，形勢已經開始逆轉。首先，葡萄牙人的不法活

動開始受到一些官員的譴責。御史邱道隆奏言：

滿剌加，朝貢詔封之國，而佛朗機並之。且啖

我以利邀求封賞，於義決不可聽。請卻其貢獻，明

示逆順，使歸還滿剌加疆土之後，方許朝貢（12）。

御史何鼇亦奏：

佛朗機最號凶詐，兵器比諸夷獨精。前年駕

大舶突進廣東省下，銃砲之聲震動城郭。留驛者

違禁交通；至京者桀驁爭長。今聽其私舶往來交

易，勢必至於爭鬥而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極矣。

乞查復舊例，悉驅在澳番舶及夷人潛住者，禁私

通，嚴守備，則一方得其所矣（13）。

這兩份奏疏從三個方面對葡萄牙人進行了揭

露：一是吞併中國的朝貢受封之國滿剌加；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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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方的種種違法行為；三是大使一行在京城的

“桀驁爭長”。

第二，賓坦王的使臣到京，指控葡萄牙人奪佔

滿剌加。前引《明武宗實錄》在邱道隆奏言之前有

“滿剌加亦嘗具奏，求救朝廷，未有處也”一句，可

見，早在武宗去世之前，葡萄牙人吞併滿剌加的暴

行就已經被揭露出來。

第三，葡萄牙使團在朝廷同樣遇到了麻煩。皮雷

斯隨身帶來三封信：一是葡萄牙國王致中國皇帝的

信，這封信是密封的，其中的內容並不為人所知，而

且要當着皇帝的面拆封；第二封信是他抵達廣州後由

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口授的；第三封是廣

東大吏寫給朝廷的“介紹信”。當這三封信被打開

時，朝臣們發現它們的語氣和措詞完全不同。葡王的

信完全是平等建立雙邊關係的語調，“就像他常常寫

給那一帶的異教徒國王的信那樣”（14）；而費爾南．佩

雷斯．德．安德拉德的信則被譯員按照中國當時的習

慣譯成：“葡萄牙船長和大使受葡王之命前來中國，

依照當時的慣例向世界之主和天子請求給予表示臣服

於他的印信（即勘合）”（15）。廣東大吏給朝廷的“介

紹信”也是按同樣的語氣翻譯的（16）。為此，譯員們

受到審訊甚至被處以斬首。其實，這件事並不是譯員

的翻譯錯誤。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自屯

門向艦隊司令、南頭備倭、廣東布政使和廣東督堂逐

層申報時，一再聲稱他此次來華是奉葡王之命前來同

中國皇帝修好的，並且帶來了國王的大使和一份給皇

帝的禮物（17）。但是，中國官員的奏章和當時的文獻

卻說成是葡萄牙人前來“入貢請封”（18）。可見，這是

當時通行的官方文書的習慣，那些譯員自然讓費爾南

．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信“入鄉隨俗”了。使團

在信函上出現的問題，導致了嚴重的結果：大使的身

份以及使團本身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最後，朝廷大臣

們一致認為使團是冒牌的（19）。

關於中葡關係的逆轉， 16世紀的葡萄牙編年史

家們都強調帝位更替的重要性。科雷亞稱：

就在這個時候，與我們的大使友好相處的中

國皇帝去世了，而他的繼任者卻愉快地聽取了曾

被其前任加以拒絕的滿剌加使臣的陳述，該使臣

請求皇帝幫他對付我們，至少是禁止我們在皇帝

的領土上停留，他說我們是盜賊，是扮作商人駕

船前來偵察，然後用印度的軍隊加以佔領和劫

掠，我們就是用這種辦法從他手中奪取了滿剌

加。於是，皇帝下令逮捕我們的大使，把他送到

另一個地方，在那裡獃了很長時間，⋯⋯）死在

了那裡（20）。

卡斯達涅達的記載更為詳細：

西忙．德．安德拉德起身前往滿剌加後，當

地的中國人對他非常不滿；也就在他走後，對葡

人友好的中國皇帝逝世了，接替他的人對葡萄牙

人很不友好。新皇帝很快就聽了賓坦王的使節的

陳述。他首先對皇帝說了我們的壞話，說我們是

盜賊，先派小艦隊暗中偵察別國的領土，然後用

我們在印度集結的強大艦隊加以奪佔，我們在滿

剌加就是這樣做的。因為他自認為是皇帝的藩

屬，懇請皇帝幫他收復滿剌加，並請求皇帝不要

允許葡萄牙人獃在他的國土上，因為他們來此是

為了暗中偵察然後奪佔。就在這時，西芒．安德

拉德一行人在廣州引起騷亂的消息也傳到了皇帝

那裡。這一情況，加上賓坦王的使節的陳述，以

及另外一些不能詳知的事情，激怒了皇帝和那些

向他進言的人，於是，他下令逮捕我們的大使及

其隨行人員，把一些人與另一些人隔離開，沒收

他們的全部財產（21）。

這兩位編年史家的記載顯然是不準確的。根據

中國史料的記載，中葡關係的逆轉在武宗時就已經

開始。針對邱道隆、何鼇兩人在奏章中反映的問

題，禮部復議之後奏議：

宜俟滿剌加使臣到日，會官譯詰佛朗機番

使侵吞鄰國、擾害地方之故，奏請處置。廣東

三司掌印並守巡、巡視、備倭官，不能呈詳防

禦，宜行鎮巡官逮問，以後嚴加禁約，夷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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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者，不許往來私通貿易，蕃舶非當貢年，驅

逐遠去，勿與抽盤。廷舉倡開事端，仍行戶部

查例停革（22）。

從官員們對葡萄牙人的指控，到禮部的各項處

理建議，再到“詔悉如議行之”（23），這一連串的情

況表明，從朝臣到皇帝，他們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全

方位的重大轉變。葡萄牙吞併滿剌加之事遭到詰

責，失職的廣東三司掌印和備倭官被逮問，創立番

夷進貢交易之法的吳廷舉遭到革職，就連非期而至

的進貢蕃舶也要被驅逐遠去。可見，朝廷的對外政

策已全面回到了葡萄牙人來華以前的狀態，中葡關

係的逆轉大勢已定。即使正德皇帝不死，情況也不

會改變。

中葡關係的逆轉之所以無可挽回，是因為橫亙

在中葡關係之間的問題，諸如在廣東地方推行的殖

民地模式、吞併朝貢國滿剌加、使團資格的真偽、

使團成員在朝廷的驕橫跋扈等，都不是一些可以因

皇帝個人的喜好而異的問題，也不是諸如鳴砲昇旗

以示致敬之類可以通過解釋而解決的習俗上的差

別；這些問題反映出中葡雙方在世界秩序觀和涉外

體制上的本質差別。一方面，中葡關係開始時，葡

萄牙已經走上殖民擴張的道路，通過《托德拉斯德

條約》獲得了東半球的“發現權”，葡萄牙的殖民體

系已經從大西洋沿岸推進到了東方的戰略要區滿剌

加。一個奉行殖民擴張政策、要在東方建立殖民霸

權的君主，斷不會向中國皇帝“入貢請封”。另一方

面，在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時，中國維繫與其周邊及

海外國家關係的朝貢體系，雖然也開始走向衰落，

但畢竟還沒有瓦解。習慣於“萬國來朝”、“四夷咸

賓”的天朝皇帝，也斷不願與葡王平起平坐，更不

會容忍吞併他的受封之國。正是這種本質差別，形

成了兩國之間在外交和政治的尖銳對立，而中葡關

係進程逆轉乃至最後斷絕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此。正

德皇帝的突然死去，祇不過是加速了中葡關係破裂

的進程而已。中葡關係第一階段的發展結局，反映

了近代早期西方殖民體系與遠東原有國際秩序之間

的衝突與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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